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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数字经济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引

擎，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全球经济传统增长动能衰减，治理体系失序，逆全球化趋势加速形

成。在这场变局中，以西方知识体系为主导的全球化理论也陷入困境，既无法完全解释近年来的逆全球化趋势，也

无法分析数字经济对全球化的影响，解决方法是提出超越西方知识体系主导的全球化理论。本文在梳理已有经济

学、政治学和历史学对全球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理论逻辑分析和历史案例检验，提出了全球化生命周期理

论，认为全球化发展需要满足三个要素，即技术革命、大国主导和国际机制，且全球化发展会经历四个阶段，即萌芽

期、发展期、巅峰期和衰退期。本文发现，数字经济将引领新型全球化，当前正处于数字全球化的发展期。未来数

字经济的全球化潜能能否充分释放，有赖于能否形成公认的国际机制。中国方面应不断完善国内数字经济的治理

机制，持续提高数字经济领域的全球竞争力，有策略地参与全球数字治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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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年来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引擎，深刻影响了人
类生产生活方式，也重塑改变着全球竞争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
学习的讲话中强调：“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
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①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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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关键生产要素。伴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加速创新，全球
数据跨境流动量迅猛增长。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数据，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９年间，全球数据跨境
流量增长了９８倍，数字贸易已经成为推动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引擎。①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在全球经济传统增长动能衰减，治理体系失序，逆全球化趋势加速形成的背景下，数字
经济将如何影响未来全球化走势？这是学术界和政策界都共同关心的重大话题。
全球化通常指经济活动国际化的过程，是一种资本、商品、服务、劳动以及信息超越国内市场

和国界进行扩散的现象（戴维·赫尔德，２００１）。历史上全球化曾经历了多轮扩张、博弈、萎缩和调
整，最近一轮全球化以二战以后联合国成立为开始标志，以冷战结束后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成立
为加速节点，表现为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规模的大幅上升。然而，以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为转折
点，全球化陷入了一个停滞甚至倒退期：先是中东战乱引发欧洲难民危机，接着英国“脱欧”、特朗
普当选吸引全球关注，再到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引发全球供应链震荡和产业
链安全焦虑。
在这场全球化的大变局中，传统的全球化理论也陷入困境。围绕如何解释近年来全球化的新

变化，国内外学者们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并提出了反全球化（Ａｎｔｉ－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逆全球化（Ｄｅ－ｇｌｏ－
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慢全球化（Ｓ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和再全球化（Ｒｅ－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等理论解释。反全球化的观点
认为全球化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跨国企业拿走了大部分的收益，而普通
人的利益因此受损，引发了被边缘化的国家和大众的反全球化情绪（斯蒂格利茨，２０１９；Ｐｉｋｅｔｔｙ，

２００３；Ｍｉｌａｎｏｖｉｃ，２０１６）。逆全球化的观点认为全球化导致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增加了一国应
对外部风险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侵蚀了国家主权，引发了政府的逆全球化政策（罗伯特·基欧汉、
约瑟夫·奈，２０１２；阎学通，２０２０；Ｈｕ　＆Ｓｐｅｎｃｅ，２０１７）。慢全球化的观点认为全球化时代并没有
终结，而是进入一个缓慢的调整期，一旦各国在全球治理框架下达成新的共识，经济全球化依然会
回归正常的发展轨道。② 再全球化的观点认为伴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和新一轮的科
技革命，传统的全球化模式需要进行改革重构（王栋、曹德军，２０１８；Ｂｅｎｅｄｉｋｔ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２）。
上述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参考，然而存在以下三点缺陷。第一，忽视了引领国家在

全球化进程中的关键作用。全球化的发展需要国际公共产品的配套，而引领国家在国际公共产品
供给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后者的能力和意愿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球化的进程。第二，将全球化过
度简化为一种经济现象。事实上，全球化在不同时代往往呈现出不同形式，在农耕文明时代表现
为人口的全球流动，在工业文明时代表现为商品的跨国贸易，伴随着金融业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全
球化更多表现为资本和数据的跨境流动。第三，缺乏历史的研究视角与方法。逆全球化趋势并非
是近年来的新现象，历史上全球化曾经历了多轮扩张、萎缩和调整，全球化的主要形式和引领国也
经历了多次更替，为理解当下的国际形势提供了丰富素材，而已有研究缺乏对历史案例的挖掘
分析。
如何理解近年来全球化的新现实？数字经济将如何影响全球化格局？中国应如何参与构建新型

全球化？围绕这些问题，本文提出全球化生命周期理论（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尝试提供一种解读
全球化演进逻辑的新视角。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梳理和总结已有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
学对全球化理论的研究；第三部分提出全球化生命周期理论，即全球化发展需要满足的三个要素和经
历的四个阶段；第四部分使用贸易全球化的演进作为典型案例，检验理论部分的发现；第五部分分析
数字经济对全球化的影响；最后，对中国参与引领新型全球化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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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全球化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在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学科领域都有对该问题的研究探
讨。然而，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在研究问题和方法选择上各有侧重。经济学学者们把全球化视为国
际分工和产业组织的形式，重视分析各国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政治学学者往往把全球化视为
资本主义制度、经济、文化在全球扩张的表现，着重分析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赖关系对国内政治和
国际关系的影响；历史学学者则认为全球化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全过程，从大历史维度探讨全
球化的动力和影响。之所以存在上述差异，主要源自其学者关注的问题不同，但在解释和解决今
天全球化所面临的新问题时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缺陷。归结起来，围绕什么因素导致了全球化以及
全球化如何演进，学界主要存在三类竞争性解释。

（一）比较优势的解释及其不足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全球化本质上是产品、服务和要素的全球流动，是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的

结果。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证明了贸易可以使双方福利都得到提升，因此各国都应按照比较优势的
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发达国家应主要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并进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
发展中国家应主要生产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并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根据比较优势理
论，全球化是各国为了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自发参与国际贸易的结果。
比较优势是国际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亚当·斯密（１７７６）在《国富论》中批判了重商主

义时期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并主张各国基于劳动生产率的“绝对优势”原则展开国际分工，实施
国际贸易。随后，大卫·李嘉图（１８９１）在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认
为国家间应遵循“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的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分工，拓展了国际贸易理论的适
用范围。后续的经济学者如 Ｈｅｃｋｓｃｈｅｒ（１９１９）、Ｏｈｌｉｎ（１９３５）、Ｓｔｏｌｐｅｒ和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１９４１）进一步
丰富了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涵。
比较优势理论对于国际贸易研究领域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后续新贸易理论的研究者将比较

优势从单纯的要素禀赋因素扩大到更广的范畴，从规模效应（Ｓｃａ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干中学（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ｙ
Ｄｏｉｎｇ）、内生性技术进步（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Ｇｒｏｗｔｈ）等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动机（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７９；

Ｄａｓｇｕｐｔａ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１９８８；Ｒｉｖｅｒａ－Ｂａｔｉｚ　＆ Ｒｏｍｅｒ，１９９１）。然而，比较优势理论也存在一定缺
陷，受到了后续研究者的批评。一种观点认为比较优势理论是一种静态理论，只能说明短期内贸
易可以使双方的福利都得到改善，然而现实中长期来看，如果一味强调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将一
直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长期处于不利地位，陷入产业结构固化的“比较优势陷
阱”（洪银兴，１９９７；Ｃｈｅｎｅｒｙ，１９７９；Ｌｅｗｉｓ，１９８０）。另一种观点认为比较优势考虑了贸易使整体国
家福利上升，却忽略了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即全球化过程中跨国企业拿走了大部分的收益，而普
通人的利益因此受损，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斯蒂格利茨，２０１９；Ｐｉｋｅｔｔｙ，２００３；Ｍｉｌａｎｏｖｉｃ，

２０１６）。还有观点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中日韩参与全球化的崛起过程，例如中国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和大众汽车合资生产汽车本身并不符合比较优势理论，但却促进了中国产业
转型升级和经济高速增长（李稻葵，２０２０；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２００５；Ｐｏｒｔｅｒ，２０１１）。

（二）制度扩张的解释及其不足
支持该理论的学者认为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扩张的产物，是发达国家主导形

成的生产分工体系。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资本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有不断扩张的倾向，从历史
上建立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到今天的全球化，都是经济和军事强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在全球扩
张的一种形式。根据制度扩张理论，全球化是霸权国家为了实现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主导形成的
多边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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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１８４８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认为资本主义扩张导致了全球化：“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
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
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二战后，拉美的学者提出了“依附
理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被划分为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中心国家生产工业制成
品，外围国家则生产初级工业、农业产品，前者在世界经济中居支配地位，后者受前者的剥削和控
制，并依附于前者发展（Ｐｒｅｂｉｓｃｈ，１９４９）。伊曼努尔·沃勒斯坦（２０１１）的世界体系理论将当今世界
体系概括为“中心—半边缘—边缘”模式，处于体系“中心”的发达国家会对“半边缘”和“边缘”国家
进行经济剥削，以维持自身的优越地位，因此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极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体系。罗伯特·吉尔平（２００６）也认为，“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发起的多边经济秩序的
副产品”。安东尼·吉登斯（２０１３）则将全球化视为现代性（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的各项制度向全球范围内
的扩展过程。其他的学者如阿里夫·德里克（１９９４）、格雷戈里·阿尔博（１９９６）、保罗·斯威奇
（１９９７）、莱斯利·斯克莱尔（２００１）、威廉·罗宾逊（２００４）、弗朗西斯·福山（２０１４）等从不同的角度
丰富了制度扩张理论的阐述。
然而该理论也引发了一些批评争论，主要包含以下几类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制度扩张理论将

全球化的过程和结果过度简单化，事实上，全球化的进程不是由某几个中心国家主导，而是由众多
主体共同推动的，全球化的结果也并非是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的简单推广，而是众多制度文明的
交流共存（费孝通，２００５；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２０００）。另一种观点认为制度扩张理论忽视了生产力和科技
发展的作用，即计算机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信息的全球流动，对全球化的发展起到了极
大的推动作用（于尔根·弗里德里希斯，１９９８；Ｃａｓｔｅｌｌｓ，１９９９）。

（三）文明发展的解释及其不足
历史学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不断加强的过程，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

果。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从人类走出非洲，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再到今天互联网的发展普
及，这种全球联系不断加强的过程是一直存在的。全球化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全过程，尽管偶
尔被“巨大的变迁和倒退”打断（戴维·赫尔德，２００１）。
大量历史学的研究指出全球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前现代时期。戴维·赫尔德（２００１）在《全球

大变革》一书中把全球化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前现代（９０００－１１０００年前）、现代早期
（１５００－１８５０年）、现代（１８５０－１９４５年）和当代（１９４５年以后），并阐述了不同阶段全球化的历史演
进、时空形态、主要动力和组织机制。纳扬·昌达（２０２１）在《大流动》一书中认为全球化源自人类
追求更好更充实生活的基本欲望，商人、传教士、冒险家和武士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并提出早
在５．５万年前，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走出非洲时全球化就已经开始了。斯塔夫里阿诺斯
（１９９２）在《全球通史》中提出全球化起源于１５００年，从此以后随着通讯和交通工具的不断发展，世
界各地的交往联系日益密切，地区历史开始转变为全球历史。
然而，该理论也存在一定缺陷，受到了后续研究者的批评。一种观点认为文明发展理论将全

球化视为人类社会进步的自发过程，忽视了主导国家和国际机制的角色作用。事实上，在历史上
每一次全球化的过程中，都有赖于相关国际机制的形成，如自由贸易制度、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
体系等，而这些国际机制具有国际公共产品属性，离不开主导国家的承担和提供（汉斯·马丁、哈
拉尔特·舒曼，１９９８；Ｒｏｄｒｉｋ，２０１１）。另一种观点认为文明发展理论将全球化视为人类社会不可
逆转的线性发展趋势，无法解释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逆全球化成因（佟家栋等，２０１７；Ｏ＇Ｒｏｕｒｋｅ　＆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９９）。
总体来看，迄今为止关于全球化的各种理论都不能完全解释近年来全球化所面临的新问题，

都存在着自身不可避免的短板。本文提出全球化生命周期理论，尝试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提供一
种解读全球化演进逻辑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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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框架：全球化生命周期理论

生命周期（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本是生物学的一个概念，指一个生命体的生命从开始到结束周而复始所
经历的一系列变化过程。后来有学者将这种分析框架应用于政治学和管理学研究，把组织的创
立、成长和衰落的过程类比为生物的生命过程，提出了组织生命周期理论（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ｆｅ　Ｃｙ－
ｃｌｅ），并发展成组织管理学的一支重要文献（Ｄｏｗｎｓ，１９６７；Ｑｕｉｎｎ　＆Ｃａｍｅｒｏｎ，１９８３）。今天，“生命
周期”已经被各类研究广泛使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Ｐｒｏｄｕｃｔ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技术生命周期理论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也被先后提出（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Ｚｅｉｔｈａｍｌ，１９８４；Ａｙｒｅｓ，１９８８）。
从历史演化来看，全球化经历了多轮扩张、收缩的轮动发展。从周期性的轮动来看，每轮周期

经历的时间可能长短不一，全球化的形式也有较大差异：在农耕文明时代表现为人口的全球流动，
在工业文明时代表现为商品的跨国贸易，伴随着金融业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全球化更多表现为资
本和数据的跨境流动。本文提出的全球化生命周期理论（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力图从长周期
视角解读全球化的演进逻辑。

（一）全球化发展的三要素
本文将全球化定义为掌握核心技术优势的国家推动下的要素全球流动的过程。基于对全球

化发展历程的历史案例梳理，本文发现全球化并不是完全自发产生的，其发展需要满足以下三个
要素。
一是技术革命，即重大的技术革命是全球化发展的前提条件。技术革命对全球化的作用主要

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重大的技术革命（例如工业革命）往往会拉大国家间生产力水平的差距，使
得要素的跨境流动变得有利可图；另一方面，技术革命（例如航海技术进步）往往会降低交通和运
输成本，从而使要素的全球流动成为可能。
二是大国主导，即掌握核心技术优势的大国主导是全球化发展的驱动力量。技术革命造成了

国家之间生产力水平的差距，而掌握核心技术优势的大国具有极强的激励来推动要素的全球流
动，以充分发挥技术优势，抢占全球市场并提升本国福利。主导国家的这种利己行为，客观上为全
球化发展提供了驱动力量。
三是国际机制，即形成国际机制解决外部性问题是全球化发展的制度保障。技术革命和主导

国家分别为要素全球流动创造了条件和动力，但在此过程中也会出现各国政策不协调、信息不对
称、风险外溢等外部性问题，阻碍着全球化的推进。这就有赖于形成相应的国际机制以解决全球
化带来的外部性问题，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图１　全球化发展的三要素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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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化发展的四阶段
根据上文对全球化的定义与要素分析，结合对全球化演进的历史梳理，本文提出了全球化生

命周期理论，认为每一轮全球化发展都会经历以下四个阶段。
一是萌芽期。该阶段的标志是重大技术革命的出现，如航海技术进步、工业革命、金融业的兴

起、信息技术革命等。这些新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也引发了主要国家在
核心技术领域的竞争。这一阶段为全球化创造了初始条件。
二是发展期。该阶段最主要的特征是，伴随着各国技术水平差距的增加，技术占优势的大国

会主动推动要素的全球流动。由于主导国家掌握着核心的生产力，对其而言全球化意味着关键要
素的聚集和海外市场的拓展，带来的收益远大于推动全球化需要付出的成本。这一阶段，在主导
国家的推动下全球化初步发展。
三是巅峰期。该阶段的标志是相关领域国际机制的形成，例如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

ＷＴＯ成立等。在这些国际机制形成之前，全球化往往是由部分技术领先大国单向推动的，由于在
国际社会中缺乏具有强制力的世界政府，各国参与过程中会产生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外部性
问题，阻碍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而国际机制的形成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外部性问题，促
进国家间的协调合作，让全球化从之前的无序发展，进入到有序快速发展阶段。
四是衰退期。全球化并非是一个线性的自发过程，其发展要同时满足三个要素，即技术革命、

大国主导和国际机制。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缺失都会导致全球化进入一个衰退期：可能是由于全球
化过程中的技术扩散效应，导致了各国之间的技术趋同，使得关键要素跨境流动的必要性下降；可
能因为主要参与国家国内社会经济矛盾频发，导致其政府内顾不暇，不愿意继续为全球化买单；也
可能是因为既有的国际机制老化，无法有效解决全球化发展中产生的新问题……上述的种种原因
都会导致全球化进入一个衰退期。
综上所述，全球化本质是掌握核心技术优势的国家推动下的要素全球流动过程。从大航海时

代、工业革命到金融创新，历史上每一次重大技术革命都催生了全球化浪潮，尽管全球化的形式和
演进过程各异，但每一轮全球化都经历了四个阶段：萌芽期、发展期、巅峰期、衰退期。具体来说：
首先，新技术革命出现改变了生产生活方式，导致了各国技术竞争，为全球化创造了条件。接着，
掌握核心技术优势的大国为了提高本国福利，会主导推动要素的全球流动，全球化进入了初步的
无序发展阶段。而后，伴随着相关领域国际机制的建立，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外部性问题得到解
决，使全球化真正进入一个有序快速发展的巅峰期。最后，由于各国技术趋同或国际机制失灵等
原因，全球化的三个要素不再完全满足，导致全球化进入一个衰退期。本文称之为“全球化生命周
期理论”。

图２　全球化发展的四阶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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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史案例检验：贸易全球化的发展历程

本文遵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选择工业革命至今贸易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作为历史案

例，进一步检验全球化生命周期理论的有效性。

首先，诞生于１８世纪６０年代的工业革命极大提高了英国的生产效率，也标志着贸易全球化进

入了萌芽期。贸易全球化起源于工业革命，尽管工业革命前世界经济也存在着重要的贸易联系，

但这些贸易活动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各国生产活动区域化、本地化的特征。一方面，贸易的体量与

产品种类有限，对外贸易并未成为各国生产能力提升的主要推动力量；另一方面，原材料等要素并

未大规模地在世界范围内流动，没有形成全球性的生产体系。１７７６年瓦特改良了蒸汽机，标志着

工业革命的开端，此后机器生产逐步取代手工劳动，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发

源地更是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据统计，到１８５０年英国的工业总产值已占世界的三分

之一，钢铁产量占世界的二分之一，煤产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二（Ｃｌａｒｋ，２００８）。当时世界上最先进
的发明（如火车、蒸汽船等）及其引发的科技与社会变革也都源自英国。基于产业优势，英国凭借

全球贸易的渠道向世界大量出口纺织品、煤、铁、机械制品，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因此，工

业革命促进了英国的技术进步，拉大了同其他国家的生产效率差距，为贸易全球化的发展创造了

初始条件，标志着贸易全球化进入了萌芽期。

其次，自１９世纪中叶起，掌握了技术领先优势的英国和美国先后主导推动了自由贸易政策，

全球化进入发展期。１８４０年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掌握了技术先发优势，在此背景下英国开

始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最早的自由贸易政策，甚至不惜使用战争等极端方式打开海外市场。这一时

期，英国国内形成了支持自由贸易的广泛共识，正如１９世纪中期英国的“反谷物法同盟”所指出的
“自由贸易原则是将外国变为我们宝贵殖民地极好的方式，而我们也不必负担统治他们的责任”

（Ｓｅｍｍｅｌ，２００４）。这种共识很快就转化为英国政府的具体政策：先是于１８４６年废止了《谷物条
例》，不再征收保护性的农产品进口关税；１８４９年又终止了《航海法案》，殖民地货物不再只能由英

国船只装运，放弃了对殖民地的垄断贸易；１８６０年前后开始同法国等国进行协商，逐步取消贸易与

关税限制（张本英，２００９）。这一时期英国平均关税税率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见图３）。在英国的

主导推动下，贸易全球化不断深化，全球出口额占ＧＤＰ比重从１８４６年的４．５％上升为１９１６年的

１４．８％（Ｆｅｄｅｒｉｃｏ　＆Ｊｕｎｇｕｉｔｏ，２０１６）。然而，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英国在技术上的绝对
领先地位逐步丧失，面临着来自美国、德国等国家的赶超压力。到１９１３年，英国的机器生产量在

全球总份额中的比重已经不足１／８，而美国则占１／２以上，德国占１／５（韩青等，２０１１）。在此背景

下，美国接替英国成为贸易全球化的主导国，继续推动全球化的发展。

再次，２０世纪中叶，在美国的主导下，形成了一系列促进自由贸易的国际机制，极大推动了国

家间协调合作和商品跨境流动，贸易全球化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巅峰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

国接替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新霸主，并主导建立了战后的全球治理体系。在美国的推动下，１９４７
年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多边贸易体制的条约文件《关税及贸易总协定》（ＧＡＴＴ），贸易全球化

领域的国际机制正式形成。从１９４７年到１９９４年，关贸总协定共主持了８轮多边贸易谈判，谈判方

从最初的２３个增加至１２３个，谈判范围也逐渐从关税扩大到知识产权保护、争端解决等领域，谈判

成果不断积累，相关国际机制日趋完备（余敏友，２００３）。这些国际机制的形成有效解决了全球化

过程中的外部性问题，促进了国家间协调合作，使全球化从之前的单边推动、无序发展阶段，进入

到多边共建的有序快速发展阶段。在此背景下，全球关税税率大幅下降，跨境贸易迅速发展，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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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额从１９５０年的６３０亿美元上升到了２００８年的１６万亿美元。① 特别是自１９９５年世界贸易组

织（ＷＴＯ）成立以来，全球贸易额长期保持着５％以上的年平均增速，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

要引擎。

图３　１８２０－２０１０年主要国家的平均关税税率（％）

数据来源：Ｃｌｅｍｅｎｓ　Ｍ　Ａ，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Ｊ　Ｇ．Ｗｈｙ　ｄｉｄ　ｔｈｅ　Ｔａｒｉｆｆ－ｇｒｏｗｔｈ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ｆｔｅｒ　１９５０？［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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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１８００－２０１４年全球出口额占ＧＤＰ比重

数据来源：Ｆｅｄｅｒｉｃｏ　Ｇ，Ｔｅｎａ　Ｊｕｎｇｕｉｔｏ　Ａ．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１８００－１９３８：Ａ　Ｎｅｗ　Ｄａｔａ－ｓｅｔ［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　Ｃａｒｌｏｓ　ＩＩＩ　ｄｅ　Ｍａｄｒｉ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Ｆｉｇｕｅｒｏｌａ，２０１６．

最后，以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转折点，贸易全球化进入一个衰退期。一方面，以中国
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崛起，改变了传统的经济贸易格局，美国作为二战后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国，
其领导能力和意愿下降，开始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都被卷入
一张复杂相互依赖的网络中，导致了各国经济敏感性和脆弱性的上升，催生出供应链安全、政策协
调等新问题，而既有的国际机制无法有效回应这些新问题。上述原因均导致了２００８年贸易全球
化进入一个停滞甚至衰退期：先是中东战乱引发欧洲难民危机，接着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吸引
全球关注，再到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引发全球供应链震荡和产业链安全焦虑。
在此背景下，贸易全球化进入一个停滞甚至衰退期，全球商品和服务出口额占ＧＤＰ比重也从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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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３１．０％下降至２０２０年的２６．５％。①

综上所述，１８世纪后贸易全球化的发展历史完美地对应了全球化生命周期理论的四个阶
段。以１７７６年瓦特改良蒸汽机为标志性开端，工业革命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导致了国
家间的技术竞争和生产效率差距的扩大，为贸易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初始条件，该阶段是贸易
全球化的萌芽期。直至１９世纪中叶，掌握当时核心技术优势的英国开始降低进口壁垒，主动开
放国内市场，并依托其殖民地体系推动商品和原材料的跨境自由流动。进入２０世纪，美国逐渐
接替英国成为了全球经济和技术的主导国，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放弃了长期奉行的贸易保护
主义政策，着手推动贸易全球化。这一阶段，在英国和美国的先后推动下，贸易全球化进入一个
发展期。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国际社会中也出现了各国政策不协调、风险外溢等外部性问题，
阻碍着全球化的推进。为解决这些问题，二战后的美国积极推动相关领域国际机制的形成：在
贸易领域协调各国签署《关税及贸易总协定》（ＧＡＴＴ），在金融领域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现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这些国际机制的形成极大促进了国家间协调合作和商
品跨境流动，贸易全球化进入到一个迅速发展的巅峰期。然而，以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
转折点，贸易全球化发展面临系列挑战，具体表现为新兴市场国家崛起，各国工业生产技术差距
缩小，主导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激励不再，传统经济增长动能衰减，全球治理体系失序等。上
述种种原因使得全球化发展的三要素（技术革命、大国主导、国际机制）不再同时满足，导致了近
年来贸易全球化进入衰退期。

五、数字经济对全球化的影响分析

通常来说，数字经济是指“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
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②。近
年来数字经济迅速发展，已经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并且在重塑改变着全球竞争格
局。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全球经济传统增长动能衰减，治理体系失序，逆全球
化趋势加速形成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将如何影响未来全球化走势？这是学术界和政策界都共同关
心的重大话题。本文从全球化生命周期理论出发，基于全球化发展所需满足的三个要素，尝试对
这一问题做出回应。

（一）要素一基本满足
从全球化的第一要素（技术革命）来看，数字经济的发展正在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

命，具备引领新一轮全球化的前提条件。一方面，当前数字经济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全球最显著的
新经济增长极，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的方式，也在重塑全球竞争格局。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测算，２０２１年全球数字经济总规模３８．１万亿美元，其中，中国数字经济总规模７．１万亿美元，居
世界第二。③ 在美国，数字经济占 ＧＤＰ比重已超过金融保险业，成为国民经济第四大产业
（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２０２０）。可以预见在未来较长时间里，不论是中国还是全球，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
比重仍将持续上升，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２０２２年１月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数字
经济发展规划》中就明确提出目标，“到２０２５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比重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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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据测算，２０２０年底这一比重为７．８％（鲜祖德、王天琪，２０２２）。①

图５　２０１２—２０２５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及其占 ＧＤＰ比重

数据来源：鲜祖德，王天琪．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测算与预测［Ｊ］．统计研究，２０２２，３９（０１）：４－１４．

注：数据截至２０２０年，由于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数据迟滞，故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数据为预测值。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自诞生之日起就服从梅特卡夫法则、达维多定律和摩尔定律，伴随着数字

技术的发展，近年来全球数据跨境流动量迅猛增长。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数据，２００５年至

２０１９年，全球数据跨境流量增长了９８倍。② 与此同时，数据的全球化属性、资产属性以及流动属性

日益增强，种种迹象表明数字经济极有可能引领新一轮全球化，以至于２０１９年世界经济论坛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的主题就定为“全球化４．０”。

（二）要素二部分满足

从全球化的第二要素（大国主导）来看，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部分掌握核心算

法算力的国家正在积极推动数据全球流动，数字全球化正处于发展期。一方面，数据具有规模效

应和网络效应。个体数据价值很低，只有成千上万条数据整合在一起、经过开发挖掘后才能产生

巨大的价值，且数据收集、储存、分析和加工的过程要付出大量初始沉没成本，而一旦算法系统建

立起来，则多处理一条数据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这就导致了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关键要

素，算法算力成为了核心技术，掌握核心优势的国家极有可能成为未来全球经济的主导国。当前

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各国围绕数字基础设施、算法创新、创业应用和数字治理等领

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ＵＮＴＡＤ）发布的《数字经济报告》，美国和中

国目前在数字经济领域处于主导地位，两国目前占有全球７５％的区块链技术相关专利、７０％的人

工智能研究人员、５０％的全球物联网支出、７５％的云计算市场。在全球７０家最大数字平台公司

中，七个“超级平台”占总市值的三分之二，以规模排序依次是微软、苹果、亚马逊、谷歌、脸书、腾讯

和阿里巴巴。③

另一方面，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数据已不再单纯是隐私或私有财产，已经成为国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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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个人共享的信息资产，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如何在保护隐私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全球数据的

互联互通、开放共享，是进一步释放数字经济对社会进步的巨大潜力的关键。因此，掌握核心技术

优势的国家有极大激励推动数据全球自由流动，以提高生产力，扩大全球市场份额。事实上，美国

作为当前在数字技术领域具备相对领先优势的国家，长期致力于通过多边、双边、单边途径，倡导

全球数据开放流动，强调商业和消费自由。２０１８年３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数据

法案》（Ｃｌａｒｉｆｙｉｎｇ　Ｌａｗｆｕｌ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Ｕｓｅ　ｏｆ　Ｄａｔａ　Ａｃｔ），即《云法案》（ＣＬＯＵＤ　Ａｃｔ），通过国内立法的

方式授予本国企业广泛的数据使用权。①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美国白宫发布了《联邦数据战略与２０２０年

行动计划》（Ｆｅｄｅｒａｌ　Ｄａｔ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０２０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正式提出要把数据作为战略资产加以利

用，并制定了未来十年的愿景目标。② 此外，美国还通过ＴＰＰ、美日数字贸易协定、美墨加协定等双

边及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推动数据自由跨境流动，并反对数据本地化。

图６　２０２１年主要国家数字经济规模（万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２０２２年）［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ｉｃｔ．ａｃ．ｃｎ／ｋｘｙｊ／ｑｗｆｂ／ｂｐｓ／

２０２２１２／ｔ２０２２１２０７＿４１２４５３．ｈｔｍ，２０２２－１２．

然而，数字经济的全球竞争格局仍处于不断发展演变中，数字全球化的主导国家尚未完全确

立。事实上，除美国外，同为数字经济重要参与者的中国和欧盟，也在积极推动数字全球化进程，

并相继提出了各自的治理方案：中国强调国家安全和主权，主张数据有限的流动；欧盟则强调个人

数据权利保护，倡导数据有条件的流动。

（三）要素三尚未满足

从全球化的第三要素（国际机制）来看，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全球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

目前在该领域的国际机制尚未形成。一方面，数字经济本质是提供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这增

加了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需要加强监管治理。与传统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相比，数字

经济有更强的知识技术门槛，且最终产品与服务具有非实体化特征，客观上会导致并加剧信息

不对称和道德风险。这就使得消费者的利益更加容易受到损害，对相关行业的监管和治理不可

或缺。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降低了交易流通成本，增加了监管治理难度，尤其需要全球协调合作。由

于数字经济的产品和服务非实体化，使得交易本身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跨地区、跨国家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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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互联网高频率、低成本完成，增加了对相关行业的监管难度和治理成本。同时，数字经济

领域的治理对象常常是跨国垄断企业或社群，单个国家或地区的治理能力与效果有限，且往往具

有外溢性，尤其需要治理领域的全球协调合作。

目前在数字经济领域存在较为严重的全球治理赤字，由于主要参与国家在监管理念和立场方

面的分歧，导致形成了多边治理进展缓慢、双边和区域性合作碎片化、美中欧倡导三足鼎立的局

面。在数据开放、数据资产管理、数据安全保护和数据共享交易安全领域亟待产生统一的国际

规则。

总的来说，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发展正在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具备引领新一轮全

球化的条件。而当前正处于数字全球化的发展期，中美作为数字经济大国，在技术领域竞争主导

权，在治理领域提出各自倡导。未来数字经济的全球化潜能能否充分释放，有赖于能否形成公认

的国际机制。有理由相信，给定全球化的三个要素，即技术革命、大国主导和国际机制同时满足，

数字经济必将释放出巨大能量，引领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在此背景下，中国方面应积极参与，做

好应对准备。

六、政策建议

基于本文研究发现，对中国进一步发展数字经济，参与数字全球化治理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中国的数字经济仍处于发展赶超期，需要持续提高数字经济领域的全球竞争力。数字

经济将引领新一轮的全球化，而数字全球化的过程将由在数字领域掌握核心技术优势的国家主导

推动。当前中国的数字经济仍处在发展和赶超阶段。从数字经济的绝对规模来看，根据中国通信

研究院测算，２０２１年美国数字经济规模占全球比重为４０％，中国为１９％，仍有一定差距①；从技术

水平来看，尽管近年来中国在数字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大幅上升，但美国仍在不少领域处于领跑

地位；从国际化程度来看，虽然以腾讯、阿里巴巴、美团、滴滴等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在推动中

国经济转型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国际化程度上同谷歌、脸书、亚马逊相比仍有较大进步

空间。因此，建议持续做大做优做强中国数字经济，提高有关企业、产品和技术的国际竞争力。在

此过程中，必须充分调动相关的平台企业、行业协会、科研群体的积极性，由政府与市场共同发力，

背靠中国大市场，用好国内国际双循环，提高自主创新研发能力，掌握核心技术优势，持续提升中

国数字经济的全球竞争力。

第二，倡导全球治理的前提是完备的国内治理机制，要持续提高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数字经济监管是一个全球性难题，中国拥有海量的用户数据，有高效的政府

部门，有国际领先的数字经济企业，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工程师群体，为探索数字经济的监管模式提

供了独特优势。长期以来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监管力量相对不足，一方面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快速

发展，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无序竞争、垄断等一系列问题，亟需建立一个促进数字产业长期健康发展

和合理监管的体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完善体制机制，提高我国数

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②建议以组建国家数据局为契机，认真研究数字经济发

展的基本规律，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个目标，持续提高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和监管效率，探索数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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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２０２２年）［Ｒ］．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ｉｃｔ．ａｃ．ｃｎ／ｋｘｙｊ／ｑｗｆｂ／ｂｐｓ／
２０２２１２／ｔ２０２２１２０７＿４１２４５３．ｈｔｍ，２０２２－１２．

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２－１－１６（１）．



济发展与监管的中国方案。

第三，要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当前由于主要参与国

家在监管理念和立场方面的分歧，在数据开放、数据资产管理、数据安全保护和数据共享交易安全

领域存在较为严重的治理赤字，亟待形成统一的国际规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愿同世界各

国一道，携手走出一条数字资源共建共享、数字经济活力迸发、数字治理精准高效、数字文化繁荣

发展、数字安全保障有力、数字合作互利共赢的全球数字发展道路，加快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

体，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①中国应主动参与国际组织数字经济议题

谈判，开展双多边数字治理合作，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推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倡

议的落地实行。在议题设置上，建议学习《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ＤＥＰＡ）的模块式谈判方法，保

障灵活性，争取大多数，先易后难推进相关领域治理合作。除此之外，必须认识到在参与全球数字

经济治理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都是重要主体。在国际谈判中，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更好调

动起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形成国内共识，就特定的议题针对特定的国家形成战略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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